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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标题会使读者对深入了解“中国逻辑”满怀期待，但极有可能会令其失

望。然而，若是想切实地“体验”欧洲逻辑在中国的传播进程，那将会得到惊喜。

本书著者收集了极其丰富的可靠的历史材料，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欧洲逻辑“东

渐”的进程，在前四个章中呈现出来，在做完这项工作之后，才进入标题的章节，

即中国逻辑的发现，并且著者认为这一发现是“唐突的”和“意外的”。的确，

相较于唐朝“因明”传入未曾产生“中国因明”的发现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意外；

相对于持续久远的“西学东渐”进程，一种探寻“西方科学的中国起源”的想法，

确实有些突兀，然而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来看，却又合乎历史的必然。著

者秉承解释说明的客观态度将这一“意外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成就了本书的

极大价值。标题源自于王国维的“发现时代”之说，并且以此确定发现中国逻辑

的结束时间。虽然王国维翻译《辩学》是欧洲逻辑“东渐”的重要环节，他也提

出了一些对中国逻辑的构建有益的意见，然而著者将其同刘师培、梁启超、章太

炎这些中国逻辑研究者并列而论，则有些太过重视了。 

本书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名副其实。从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主张的“史学即

史料学”观点来看，本书中多达 30 多页的参考文献（英文文献且不论，其中有

不少一手的古汉语写作的深奥难懂的著作，还有日文的著作）、密密麻麻的脚注

以及一些罕见的原始材料都昭示着本书的光彩。然而，更加令人兴奋不已的是在

著者尽可能细致的分析之后，为我们勾画出的欧洲逻辑“东渐”历史的纹理。这

一点表现在明末传教士背负着宗教使命来到中国，其间遇到了翻译、与儒家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等困难，著者都一一精心分析；而且在如此多的背景资料中始

终围绕欧洲逻辑的传播这一主线，甚至将逻辑学在传教士的欧洲教育体系中的地

位等也抽丝剥茧般描绘出来，做到了有的放矢。这一特色贯彻整本书，足见著者

倾尽心力。 

本书的写作结构以欧洲逻辑的传入是中国逻辑发现的前提这一为众多学者

所确信的观点为基础。前四章首先描写最初基督教徒、新教徒将所学到的处于神

学辅助地位的逻辑学作为宗教传播的工具进行翻译，以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这个

过程是漫长的；而真正使欧洲逻辑作为推理的科学，在中国引起学习兴趣并广泛

传播，则依托在严复等译者翻译的基础上欧洲逻辑的发现和其融入清末教育体系

这两个关键步骤；历史发展至此才有了中国逻辑发现的契机。然而，若从中国逻

辑的发现这个定点自后向前追溯，考量自明末至严复以前欧洲逻辑在中国的传播



对这一发现的作用，则会发现这作用恐怕不大。因而，相对于标题来说，书中章

节的安排确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对于“西学东渐”的历史研究，如此详尽的传播

史所具有的价值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另外，若是著者能够将自清中叶起考据学兴

起、许多古文献“复活”这一历史进程详细的考察一番，并将其补充到本书中，

定能使“发现中国逻辑”这一主题更加完整清晰，因为正是依托几代人的校正、

注释等工作，方才使很多先秦文本成为可读之书，尤其是《墨子》，也才使随后

的中国逻辑发现工作顺利展开。 

本书语言简练清晰，分析细致深入、透着理智和冷静。著者还将以往翻译著

作中逻辑术语的对比用表格排列出来，使读者一目了然；将一些保留下来的原始

材料恰当的插入书中，使著者的论证更加确凿；将汉语拼音和汉字标注在术语或

特定概念之后，便于读者阅读。总之，于细微之处可见著者的严谨与体贴。然而，

著者在一些细节的分析中，仍不免因西方文化的影响，作出有失偏颇的论断。如

第三章第一小节面对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兴起，许多

有识之士本着救亡图存的目的，学习欧洲逻辑。著者却以明显透着西方哲学意味

的“追求确定性”为小标题，总觉有些异样。 

总之，本书重点围绕欧洲逻辑“东渐”这一中国逻辑发现的必要条件展开历

史的分析，最终归结于中国逻辑的发现。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逻辑的理论及文本

研究之外的历史研究，还能使读者对中国逻辑研究中占主流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源

流有更深入的认识。这部著作对翻译问题、基督教在明清的传播状况及方式、近

代中国的教育情况等不乏细致分析，也能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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